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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环境规制政策是否能够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红利”，本研究采用松弛模型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方法，通过测算2006—2017年中国省域全要素碳生产率，刻画中国省域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特征，进一步厘清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高-高集聚（H-H）省份多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低-低集聚（L-L）省份多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2）环境规制会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且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本地效应”大于“邻地效应”；（3）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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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wheth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can realize "double dividend"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SBM-DDF) model and Space panel metering method, by measuring panel data from china’s 30 provinces covering the year from 2006 to 2017, describes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 factor carbon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provinces ,further clarify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FP. The results show that :1)Among the provinces in China, the total factor carbon productivity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mong which, the high-high agglomeration (H-H) provinces a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developed eastern coastal areas, while the low-low agglomeration (L-L) provinces are mostly in the less develope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2)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FP, and the "local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FP is greater than the "neighborhood effect".3) Technical innovation has some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otal factor carbon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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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1世纪以来，由于世界范围内的能源枯竭、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全球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绿色增长已然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1]。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已被认为是全球变暖的主要驱动力。此外，科学研究已经明确指出，能源消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最重要来源。鉴于这些观点，碳排放的限制，特别是与能源有关的碳排放可能影响全球气候和全球经济，引起了国际政府及众多学者间的广泛关注。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国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着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两大困境，提高碳生产率则是其协调经济发展与实现碳减排的重要路径之一。因此，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影响，将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自碳生产率概念的首次提出[2]，到实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监管目标，未来几十年碳生产率需要提高10倍[3]，根据这些目标中国有很大的潜力。在保持经济增长水平的前提下，提高碳生产率是中国低碳发展减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径，因此，研究中国的碳生产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了实现碳生产率的提升和保护环境，各级政府通常采用多种政策工具来实施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政策不可避免地影响企业层面对资源配置、资本投入和创新投入的决策，给受监管的企业带来一定成本的增加，但其主要机制是刺激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创新。正如波特假说所言，长期环境规制能够激发创新，提升企业的生产力和产品质量，从而抵消规制成本 [4]。虽然关于波特假说的文献很多，Ramanathan等人 [5]及其Huiban等人 [6]对波特假说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实证证实，但关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实证证据一直没有定论。实施环境规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生产过程，资源重新分配，资本投资，劳动强度和研发创新的变化，进而引发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波动。那么如何在降低环境污染的同时提高全要素碳生产率？这一问题已成为政府和相关学者关注热点。
本研究采用中国30个省级的面板数据来探讨环境政策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详细阐述政策变量的测度，以期对不同省份的环境规制水平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次，通过一个修正的基于松弛模型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模型，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作为不良产出进行估计中国30个省份的全要素碳生产率；第三，采用空间分析方法进行可视化描绘不同省份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分布格局；第四，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方法，对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碳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此外，还考虑技术创新是否作为中介效应，进而影响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期实现在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的双重作用下再现“绿水青山”。

2.文献综述

通过查阅文献，关于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关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环境规制抑制碳生产率的提升。最初，新古典主义认为，环境规制的实行必然会引发各地区污染治理成本的提高，加大生产的难度，从而降低碳生产率提升。Gao 等 [7]基于高级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验证环境规制效应对不同工业部门碳生产率的耦合协调作用，研究结果认为，环境规制根据不同工业部门的污染程度不同，呈现不同的耦合协调作用。其中具体表现为低污染工业部门的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存在正线性关系，高污染工业部门中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之间呈非线性关系，而中等污染工业部门则表现为倒 U 形关系。Cheng 等 [8]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减排效率的影响，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碳减排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相对于市场控制型环境规制更有利于碳减排的效果实施。胡威 [9]从地区和产业层面，利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别来检验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在地区和产业上的空间相关性及其空间溢出作用，结果认为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环境规制抑制了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碳生产率的提升。雷明等 [10]分析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和排污费征收额表示的命令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低碳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第二，环境规制有利于碳生产率的提升。Alessandro Manello [11]以德国和意大利化工企业为例，实证验证了“波特假说”，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使用新技术来减少污染排放，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李小平等 [12]研究了环境规制、创新驱动等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创新驱动都能够显著提升认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碳生产率提升。Yin 等 [13]从污染天堂和污染避难所的视角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结果认为中国东部地区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迫使高碳排放产业向中部或西部地区转移，从而表面上达到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调发展的局面。何康等 [14]基于GLS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全行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提高全行业的全要素碳排放绩效。

第三，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之间存在不确定作用。Guo W等 [15]为了探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及其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采用了Tapio脱钩模型和 GMM 模型进行系统的讨论后，发现中国省份间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及其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曲线关系，其中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及其碳排放强度的调控作用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随着环境规制实施的不断深化，表现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倒U形曲线逐渐变平。刘和旺等 [16]利用省级层面的环境规制数据和微观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Zhao X等 [17]从企业的微观视角下，基于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三种不同环境规制对中国电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认为政府补贴和市场控制型的环境规制有利于碳减排效率提升，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则不利于碳排放的降低。殷宝庆 [18]利用27个制造行业2002-201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U”型关系。
综上，关于环境规制与碳排放量和碳排放绩效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其中对地区和行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研究较多，然而鲜有学者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和全要素碳生产率的视角，针对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之间的影响效应展开研究。

因此，本文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和全要素碳生产率的视角，以2006—2017年省级层面的环境污染排放、研发投入、资本投入、劳动力、能源消费等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同时探索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中的影响作用，以期为实现区域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3.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3.1数据来源
3.1.1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碳生产率（TCP）：传统的生产率衡量方法通常忽略了不良产出(如污染)的产生，以及减少污染所导致的投入成本。这些条件可能导致生产效率的偏差结果，进而导致环境管制单位次优甚至错误的决定。Chung等人 [19]和Chambers等人 [20]认为同时考虑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少的松弛模型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模型能够很好规避上述问题。

首先，本文将中国30个省份作为一个整体，即为全部决策单元，并假设有J=1,...,N决策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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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决策单元的M种投入，
[image: image2.wmf]S

R

y

+

Î

作为决策单元的期望产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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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非期望产出（碳排放量），因此，本研究的环境生产技术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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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应该满足生产理论的基本定理，根据 Fare [21]提出的假设， 具体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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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T处于期望产出和投入的强处置性，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排放的弱处置性以及零结合公理。因此，在规模报酬边际效应不变时，环境生产技术T的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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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K和I分别代表投入指标，期望产出指标和非期望产出指标。

然后，我们将环境生产技术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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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借鉴zhou et.al [22]的做法，采用松弛模型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模型估计中国30个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情况。其基本公式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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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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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给定的投入产出量的标准化加权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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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个明确的方向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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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的是比例因子，我们基于通用环境技术可以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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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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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表示为投入/产出组合评价的决策单元位于生产前沿边界上，其碳生产效率达到最优水平。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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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述方程的最优解，则全要素碳效率(TCP)为:


[image: image16.wmf])

(

1

1

1

*

å

=

-

=

J

j

bj

J

TCP

b

                                                  （6）
（2）核心解释变量
环境规制（ER）：环境规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企业生产过程，资源重新分配，资本投资，劳动强度和研发创新的变化，进而引发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本文参照叶琴、曾刚等 [23]衡量环境规制的方法，计算步骤如下：
①将各省份的污染物（废水、SO2、烟尘）排放量进行线性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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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Eij为i省j污染物的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max（UEj）和min（UEj）为各指标在30个省份中最大值、最小值，UESij为指标的标准化值。
②因各省份之间的污染物排放量以及各污染物排放强度存在较大差异，使用调整系数近似反映污染物特性差异。调整系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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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19.wmf]ij

UE

为样本期间内j污染物单位产值排放的省份平均水平。
③计算各省份环境规制的强度。ERi为i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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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介变量
技术创新（RD）：根据经济内生增长理论，经济越发达，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力度越大，有利于人才的集聚，新技术知识的溢出，从而优化工业流程，加快清洁技术开发的速度，提高全要素碳生产率，采用选用技术市场交易额/GDP来替代变量技术创新水平[24]。
（4）控制变量
全要素碳生产率不仅会受到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以外，还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工业化率、对外直接投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Shao et al.；张华等）[25][26]。为了避免其他不可控因素对结果带来的偏倚，本研究引入相关潜在影响变量进行控制：①经济发展水平（PGDP）：考虑到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②能源结构（ES）：碳生产率水平与能源消费结构密不可分，文章用煤炭和焦炭的消耗量与总能耗的占比表征，能源结构与碳生产率呈反比；③产业结构（IS）：产业结构调整是提升全要素碳生产率的主要落脚点，本文采用二产产值/三产产值来衡量；④城镇化水平（UL）：城镇化进程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转变过程，还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比如应用更先进的技术，更清洁的能源和更合理的生活方式，因此，本文采用城镇人口/总人口来表征；⑤贸易开放度（FDI）：本研究采用各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GDP比重来度量。

3.1.2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6—2017年间，除西藏以外（鉴于数据的连续性与原始可得性将西藏剔除）的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非径-DDF模型，聚义变量收集情况如下：①劳动( L)，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选取年末就业总人口作为代替变量。②资本( K)，先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取2006—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然后采取永续盘存法计算，借鉴张军等学者[27]的研究算法，在假设每个省份的资本折旧率均为 0.096的前提下，进行计算2006—2017年各省份的资本存量。③能源投入( E)，本文采取《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各省的能源消费总量作为替代。④期望产出，选取各省份的 GDP 作为期望产出。⑤非期望产出，鉴于本文研究的是全要素碳生产率，因此将二氧化碳作为非期望产出的代替变量，碳排放系数分别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技术创新等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等。为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以2000年为基期不变价进行相关指标调整。

3.2模型设计

（1）检验环境规制是否会对全要素碳生产率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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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环境规制是否对技术创新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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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同时纳入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效应是否显著：


[image: image23.wmf]it

it

N

j

ij

it

i

i

i

it

N

j

ij

it

N

j

ij

it

N

j

ij

it

it

it

N

j

jt

ij

u

w

v

u

X

w

RD

w

RE

w

X

RD

RE

TCP

w

TCP

+

=

+

+

+

+

+

+

+

+

+

+

=

å

å

å

å

å

=

=

=

=

=

e

f

e

e

g

g

g

b

b

b

d

a

1

1

1

1

1

1

0

2

1

0

1

it

 （12）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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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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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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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代表地区i在t年中的环境规制力度和技术创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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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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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自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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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地区效应与时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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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残差项。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依据，若（1）公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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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为正，则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进全要素碳生产效率的提升；若（2）公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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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表明环境规制会激发技术创新力度；若（3）公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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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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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的显著程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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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明技术创新在整个模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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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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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则表明技术创新在整个模型中起到完全中介效应。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格局分析

2006—2017中国30个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差异性显著，并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全要素碳生产率超过1的省份在2007年为8个、2012年为10个、2017年增长至11个，其态势呈现零星点状分布到连片集聚态势分布（详见图1）。说明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力度，有序开发资源，合理利用能源，调整产业结构等方式控制污染排放，进而促使了地区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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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分布示意图
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本文借鉴Long and Shao [26]关于Moran’s I指数的具体计算方法，从全局出发，分析2006—2017年间中国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全局Moran’s I指数，结果均显著性大于0，可以认为中国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详见表1。

表1  2006—2017年中国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年份
	Moran’s I
	p

	2006
	0.077 0 
	0.002 0 

	2007
	0.075 0 
	0.003 0 

	2008
	0.112 0 
	0.000 0 

	2009
	0.098 0 
	0.000 0 

	2010
	0.071 0 
	0.004 0 

	2011
	0.069 0 
	0.004 0 

	2012
	0.065 0 
	0.006 0 

	2013
	0.039 0 
	0.031 0 

	2014
	0.035 0 
	0.039 0 

	2015
	0.031 0 
	0.050 0 

	2016
	0.030 0 
	0.050 0 

	2017
	0.032 0
	0.052 1


随后用局域Moran’s I指数散点图清晰刻画中国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分布情况，其局部特征如图2所示，证实了中国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高-高集聚（H-H）省份多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而低-低集聚（L-L）省份多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如陕西、山西、甘肃、宁夏、新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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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6年、2017年中国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局部Moran’s I散点图
4.2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在进行空间回归分析研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检验采用哪种空间面板模型最优？是选定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因此，首先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面板回归，依据LMlag、R-LMlag、LMerror和R-LMerror对模型残差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进而检验空间模型的适应性。研究结果表明，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可认为本研究适应空间计量模型。其次进行Wald和似然比（LR）进行检验SDM是否能够简化成SEM或SLM？从空间杜宾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来看，Wald 和 LR 检验统计量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SDM为最优模型，不能够简化成SEM或SLM；然后再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确定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结果表明拒绝原假设，进而选择固定效应；最后，基于拟合优度R2和极大似然比（LR）检验法进一步判断，选择双重固定效应进行探讨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4.2.1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环境规制是否能够提升全要素碳生产率这一现实问题，从基于经济距离权重下空间杜宾模型的全样本效应分解结果（详见表2），可以看出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中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均为显著性的正相关，也可以说，当地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本地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验证了波特假说理论的适应性。然而，在间接效应上，环境规制则抑制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本地的环境规制加强则会减缓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高，加重邻近地区的污染程度，这可能与污染避难所效应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环境规制和环境规制的平方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效应相反，从而证实在直接效应中，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碳生产率之间呈倒“U”型曲线，间接效应中，两者之间呈“U”型曲线。因此推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拐点，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其对本地区碳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将由正向影响逐渐变为负向影响，其对邻近地区碳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则是相反。

对于控制变量，能源结构（ES）调整促进本地全要素碳生产率升高，则对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效果不明显。经济发展水平（PGDP）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相关，由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増速超过了碳排放量的增速，因此，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也有利于邻近地区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产业结构（IS）对本地全要素碳生产率呈负相关，对邻近地区全要素碳生产率呈正相关，说明二产占比高不利于全要素碳生产率提升。城镇化水平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均与全要素碳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也可以认为城镇化进程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碳生产率。对外直接投资则是相反，其无论对本地还是邻地的全要素碳生产率，均呈显著抑制作用。

表2  2006-2017年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类型
	变量
	（1）
	　
	（2）
	　
	（3）

	直
	RE
	1.832***
	间
	-7.004***
	总
	2.001***

	接
	
	（0.035 3）
	接
	（0.000 537）
	效
	（0.018 5）

	效
	ER2
	-21.812***
	效
	145.6***
	应
	-29.564***

	应
	
	（0.458）
	应
	（0.001 2）
	
	（0.489）

	
	ES
	2.110***
	
	-0.012 09***
	
	1.542***

	
	
	（0.00038）
	
	(3.23e-07)
	
	(3.53e-05)

	
	PGDP
	17.34***
	
	0.083 4***
	
	-21.32***

	
	
	(0.000 132)
	
	(2.42e-05)
	
	(0.000 909)

	
	IS
	-0.958***
	
	0.035 7***
	
	-0.512***

	
	
	(0.000 345)
	
	(4.17e-06)
	
	(0.000 234)

	
	UL
	3.139***
	
	0.083 0***
	
	4.605***

	
	
	(0.000 828)
	
	(1.32e-05)
	
	(0.000 862)

	
	FDI
	-3.054***
	
	0.051 3***
	
	-2.381***

	　
	
	(0.000 520)
	　
	(5.24e-06)
	　
	(0.000 132)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4.2.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在控制了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变量后，检验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从表3的（4）-（6）可知，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正相关，说明技术创新的能力高低决定环境规制的强度。由表4中（7）-（9）可知，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且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均小于表4（7）中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表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表3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类型
	变量
	(4)
	　
	(5)
	　
	(6)

	直
	RD
	261.2***
	间
	25.31**
	总
	292.3***

	接
	
	(60.01)
	接
	(60.31)
	效
	(9.501)

	效
	ES
	-2.301**
	效
	-4.261
	应
	-6.602***

	应
	
	(6.382)
	应
	(6.292)
	
	(0.243)

	
	PGDP
	-58.71**
	
	-108.6**
	
	-158.4***

	
	
	(171.8)
	
	(170.1)
	
	(5.532)

	
	IS
	11.55
	
	17.06
	
	27.54***

	
	
	(24.47)
	
	(25.20)
	
	(0.932)

	
	UL
	323.5**
	
	952.2**
	
	1.312***

	
	
	(1.543)
	
	(1.410)
	
	(42.01)

	
	FDI
	23.21
	
	-31.93
	
	-11.34***

	　
	
	(43.63)
	　
	(45.08)
	　
	(0.45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4.2.3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影响的中介效应（详见表4），可以发现：在总效应和直接效应中，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影响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而且，技术创新不仅能优化本地全要素碳生产率，也能带动邻近地区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技术进步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技术创新是一种具有经济属性的技术进步，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促进碳生产率的提升。然而，较强的环境规制一方面促使企业进一步改进其管理流程，优化其工艺流程，以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另一方面由于地区存在政绩竞标赛效应，为了最大限度的增加本地区GDP，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从外部引入先进技术，通过与先进企业合作融资等，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碳减排，从而达到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

间接效应中，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可以认为技术创新会抑制本地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因此，环境规制会促进省域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本地效应”大于“邻地效应”，而且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表4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类型
	变量
	(7)
	　
	(8)
	　
	(9)

	直
	RE
	1.053***
	间
	-0.077 1***
	总
	1.049***

	接
	
	(0.017 0)
	接
	(0.000 196)
	效
	(0.016 1)

	效
	ER2
	-25.023***
	效
	1.471***
	应
	-23.962***

	应
	
	(0.310)
	应
	(0.003 87)
	
	(0.341)

	
	RD
	17.69***
	
	-0.006 09***
	
	17.93***

	
	
	(0.000 323)
	
	(1.32e-05)
	
	(0.000 312)

	
	ES
	0.788***
	
	-8.98e-05***
	
	0.789***

	
	
	(2.99e-05)
	
	(2.31e-07)
	
	(3.01e-05)

	
	PGDP
	-6.512***
	
	0.000 921***
	
	-6.470***

	
	
	(0.000 384)
	
	(2.44e-06)
	
	(0.000 379)

	
	IS
	-1.608***
	
	0.000 661***
	
	-1.549***

	
	
	(0.000 121)
	
	(1.70e-06)
	
	(0.000 140)

	
	UL
	14.21***
	
	0.000 365***
	
	15.03***

	
	
	(0.000 715)
	
	(9.54e-07)
	
	(0.000 705)

	
	FDI
	-0.909***
	
	0.000 551***
	
	-0.909***

	　
	
	(9.44e-05)
	　
	(1.51e-06)
	　
	(9.58e-05)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4.2.4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空间权重矩阵的测度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重新SDM模型回归，主要解释变量和空间计量模型的显著性和方向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详见表5。

表5 稳健性检验

	类型
	变量
	Wcont
	Wdist

	
	
	(10)
	(11)

	直
	RE
	723.2***
	1.423***

	接
	
	(0.0561)
	(0.0292)

	效
	RD
	6.100***
	39.21***

	应
	
	(0.001 78)
	(0.000 323)

	
	
	
	

	间
	RE
	-181.5***
	-30.23***

	接
	
	(0.023 1)
	(0.001 45)

	效
	RD
	-2.515***
	-3.212***

	应
	
	(0.000 768)
	(9.23e-05)

	
	
	
	

	总
	RE
	821.5***
	2.061***

	效
	
	(0.056 2)
	(0.028 3)

	应
	RD
	7.815***
	31.46***

	
	
	(0.001 69)
	(0.000 72)

	
	控制变量
	是
	是

	
	R2
	0.632
	0.652

	
	Log-likelihood
	231 2
	223 4

	
	观测值
	330
	330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5.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5.1研究结论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耦合协调作用能优化生产要素空间布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促进区域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分析2006—2017年的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首先基于同时考虑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DDF测度全要素碳生产率；然后基于空间自相关方法，刻画了中国省域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演化格局；最后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探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探讨了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

（1）中国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高-高集聚（H-H）省份多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低-低集聚（L-L）省份多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2）环境规制会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且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本地效应”大于“邻地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本地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却抑制邻近地区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

（3）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5.2政策启示

（1）继续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注重完善区域环境规制政策的差异化。由于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非均衡型特征，针对各省实际的环境污染程度，有针对性的匹配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甚至关停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企业，尽可能避免形成“污染集聚”效应，进而激励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促使环境规制变得更加灵活有效，尽可能达到环境规制的帕累托最优，以期实现区域绿色低碳与协调发展。

（2）完善空气污染预测预警方案，加强区域间联防联控协同治理。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相关，且“本地效应”大于“邻地效应”。大气污染可通过空气、水等载体在空间上流动和转移，因此在进行污染防治攻坚战中，推进区域间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是最优化方案之一，以期实现“低碳”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3）加强技术创新力度，努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政策制定者应该把重点放在改善低碳生产技术上，通过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增强技术创新力度，加快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提升国内碳生产率。在工业互联网背景下，追求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将是低碳、智能、共享能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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